
322024年4月8日 星期一理论与争鸣责任编辑：黄尚恩 电子邮箱：wyblilun@163.com

2023年底，《诗刊》将要全新改版的消息，引

起了诗歌界很大的震动与期待。作为诗歌界的

“国刊”，《诗刊》拥有全国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一字一句接受着万千目光的检阅，一举一动牵动

着诗人与读者的诗心。

2024年1月，改版后的首期《诗刊》面世。从

头到尾翻完，新《诗刊》给人“脱胎换骨”“兼容并

包”之感。从内容到形式，从卷首语、栏目设置、作

者来源、作品构成到封面设计、刊物厚度，透露出

诸多新鲜而意味深长的信息，这关乎诗人群体的

扩大、诗学资源的开掘、诗歌风尚的改良，关乎一

本传统诗歌刊物向现代化转型的系统性思考与

全方位实践。这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种“树一代

诗风”的雄心。这份雄心蕴藏在一篇篇诗作与文

章之中。

重提杜甫的“集大成性”

刊登在“经典诗论”栏目的头条文章《杜甫：

集大成之时代与集大成之诗人》，引起了我的注

意。这是叶嘉莹先生论杜甫的一篇“旧文章”，

早在1966年出版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中，这

篇文章就出现了，是代序《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

其承先启后之成就》的一部分。隔着将近一甲

子的岁月，《诗刊》在全新改版的时刻，重点推出

这篇“旧文章”，这其中自有值得我们“破译”的

奥秘。

就先从对文章的细读开始吧。文章的论点一

目了然：杜甫是集大成时代的一位稀有的集大成

之诗人。“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

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孟子·

万章下》）孟子以乐器有始有终、丰富多样的合

奏，喻指“集大成”的气象。接着文章分两方面论

证这个观点：一是因为杜甫生于集大成之足以有

为的时代；二是因为杜甫禀有可以集大成之足以

有为的容量。

时代因素方面，叶先生认为，从纵的历史演

进上看，唐朝诗歌进入了一个“文体自觉”“批评

自觉”“技艺自觉”的历史时期，纯文学批评逐渐

兴起，对诗歌技艺的探索取得了大的进展。从横

的地理性因素看，唐朝融合南朝北朝的迥异风

格、汉人胡人的多元精神，形成了文化上、文学上

争相创新的风气。纵横两方面的影响，使得唐朝

成为一个集大成的时代，为杜甫的出现准备好了

外部条件。

个人因素方面，叶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指出，

杜甫生而禀有一种极为难得的健全的才情——

“博大、均衡与正常”。这个将近60年前的观点，

至今听来依旧鲜活、特别、掷地有声。“博大”，指

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杜甫

《戏为六绝句》），“无论古今长短各种诗歌的体式

风格，都能深入撷取尽得其长，而且不为一体所

限，更能融会运用，开创变化”。尤其是杜甫完善

了七律的艺术，“在每句七个字的限制中有了伸

缩的弹性”。“均衡”，指杜甫“感性与知性兼长并

美”，既拥有强大的感性，可以深入于他所接触到

的任何事物之中，同时拥有极清明周至的理性。

“正常”，指杜甫“严肃中之幽默”“担荷中之欣

赏”，能够以健全之才性，正视与担荷悲苦的人生

与命运。从精神人格之“正常”评述一个诗人，这

个说法少见，但稍一转念，精神人格的正常实在

是一个诗人“始条理”而“终条理”，完整走完艺术

道路的根本保证。三条道理的总结，足见叶先生

见地之深。

“博大”“均衡”“正常”，对杜甫禀赋之总结，

何尝不是对古往今来一切大诗人禀赋之概括？在

《诗刊》改版之际，找回杜甫这一块中国诗歌的

“压舱石”，重温这篇对于大诗人的中正精辟之

论，意义无疑是多重的、深远的。

首先，在当下发表一篇论述古典诗人的文

章，是对中国诗歌“整体性史观”的发扬。改版后

的《诗刊》认准的传统，不是一条断裂的、另起炉

灶的小传统，而是一条上承中华数千年诗歌史的

大传统。就像长江在上游地区叫作金沙江，流到

下游更名扬子江，“百年新诗”，应当视为“千年诗

脉”在新的历史地貌上奔流的产物。如何看待新

诗所属的传统，关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根

源性问题，影响着“我到哪里去”的发展性问题。

秉承新诗只有“百年传统”的断裂性史观，否定新

诗与古典诗歌资源之间纵向的传接关系，是许多

新诗诗人失去发展方向和发展动能的原因。只有

把“百年新诗”纳入“千年诗脉”的整体性史观，杜

甫这样处于文化上游的古典诗人，才能流入文化

的下游，实现文化意义上的“复活”，造福今天的

诗歌。

其次，这篇文章重新廓清了“中国诗人”的

典范形象。中国诗歌史上群星璀璨，什么样的诗

人才是“中国诗人”的典范？不同时代、不同诗人

有不同的答案，但杜甫一定是其中得高票的诗

人之一。“博大”“均衡”“正常”的杜甫，足以代表

中国上千年的“诗教”传统，足以平衡个性与人

民性、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传统意识与创新才

能，足以为今天的诗人树立一个艺术与人格的

典范。

最后，这篇文章将一个根基性的诗学命题，

带回了今天的诗歌现场，这就是“诗人与时代之

间的密切关系以及深入互动”（霍俊明：《“呼唤至

大至微、气象万千的诗作”——兼谈〈诗刊〉的“经

典诗论”栏目》，《文艺报》，2024年2月21日）。叶

先生的文章生动陈述了时代环境与杜甫是如何

互动、互证、互相成全的。杜甫启发我们，从来没

有脱离时代而能成就伟大艺术的诗人；相反，伟

大的诗人是通过无限接近所在的时代，以血肉之

躯体验人生的枯荣与历史的盛衰，这才穿透、超

越了所在的时代，成为了一切时代的一个典型。

特殊与一般，历史与超历史，在大诗人身上构成

了深刻的辩证法。这篇文章的刊出，是对今天诗

人的郑重提醒：个人与所处时代的关系，就是诗

人与万古千秋的关系，对时代问题的处理，决定

着诗人艺术生命的长短。

“大诗人焦虑”与共识之难

杜甫这样具有历史性、世界性影响的大诗

人，是我们“诗歌自信”的来源。有了杜甫这样的

大诗人，我们就有底气肯定中国古典诗歌取得的

成就。对于新诗，我们有同样的期待。我们希望新

诗的诗人中间出现一个杜甫一样的大诗人，以证

明这个不断探索的文体真正成熟了。

百余年来，这种“大诗人期待”“大诗人焦虑”

不断被提及。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致陈

毅的信中评价新诗的发展成绩时谈道：“用白话

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1993年，老诗人郑

敏在《文学评论》发表《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

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引起诗歌界强烈反应，可

谓新诗“大诗人焦虑”的一次集中爆发。她在文中

提出质问：“中国新诗创作已将近一个世纪。最近

国际汉学界在公众媒体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

什么有几千年诗史的汉语文学在今天没有出现

得到国际文学界公认的大作品、大诗人？”郑敏认

为，原因在于新文化运动的语言变革所导致的古

今断裂，这就从源头上质疑了新诗文体的“合法

性”。最近的一次焦虑发作，要算2019年诗人西

渡《新诗为什么没有产生大诗人？》（“初岸文学”

公众号，2019 年 9 月 20 日）一文的发表。西渡认

为，大诗人没有产生的原因在于中国诗人没能摆

脱“市侩的精神结构”。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也许没有别的文体像新

诗一样，虽然受到过热情的鼓励，但主要是在质

疑与焦虑之中长大。它练就了顽强骄傲的性格与

舌战群儒的本领，但内心其实十分敏感、脆弱。它

渴望“大诗人”尽快出世，消除自己的合法性危

机，渴望在文学家族中立足，甚至出人头地。为

此，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穆旦……一代代以新

诗为志业的诗人前赴后继，朝“大诗人”的目标发

起冲击，铺就了一条曲折向前的探索之路，为新

诗赢得了越来越大的生存空间。

但遗憾的是，诗人与读者之间、知识精英和

民间大众之间，关于“大诗人”的共识始终没有达

成，甚至一步步走向了破裂甚至对立。一边是诗

人群体认为经过百余年的努力，“我们之中已经

产生了大诗人”。另一边是泼来的冷水，认为新诗

不仅没有产生大诗人，连这种文体的合法性都受

到质疑。新媒体时代到来之后，两个群体进一步

被信息茧房所分流、区隔、固化，对话的达成、共

识的建立愈发艰难。

在这个时候，重提杜甫是必要的。作为一个

“方向性、总体性的诗人”，杜甫意味着一条最广

泛的诗歌前进道路，他是知识精英的诗人理想，

也是民间的诗人理想，是诗歌的“最大公约数”。

他不仅能够医治“大诗人焦虑”，还能够消弭“大

诗人嘲弄”。他是让一切诗歌创作者、诗歌爱好者

团结起来的一杆旗帜。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即便是杜甫，他的大

诗人地位也不是在唐朝就形成的，而是经过了一

个大浪淘沙、反复确认的历史过程。所以，确立一

个大诗人不仅是当世的事情，更是后世的事情，

是今天与未来无数诗人、读者、批评家共同参与

的一项事业。与其焦虑终日，不如把下结论的重

任交给时间，专心投入改良诗歌的实践。

《诗刊》的改版，正是这样一种实践。在改版

之际重提杜甫，有助于在此时此地形成一个“集

大成”的诗歌理想、一个关于诗歌前进方向的可

贵共识。只有重建共识，才能形成实践上的合力，

把诗歌的重心从长期的“内耗”，转移到团结一致

的“发展”上来。

破除制约新诗发展的“内耗型系统”

新诗的“内耗”问题，是一个长期性、系统性

的问题。在百余年的运转过程当中，至少有五对

矛盾力量，潜藏在新诗的系统内部，制约着系统

的正常运转。这五对矛盾对应着诗歌的五个层

面，分别是：历史的力量与超历史的力量（动力）、

建制派与自由派（形式）、语言的“降温”运动与

“升温”运动（语言）、学院派与民间派（美学）、“内

循环”与“外循环”（功能）。

五对矛盾的相互运动有其积极意义，那就是

推进了新诗观念层面与技术层面的建构。但矛盾

双方毕竟是互相制约、相互抵消的关系，发展的

能量往往还没有积累充分，就陷入了新一轮的损

耗，导致新诗形成了一个“内耗型系统”。

历史的力量与超历史的力量，“这一对看似

‘相爱相杀’的矛盾力量的背后，是新诗百年来痛

苦而强大的内力驱动的所在”（张清华：《诗学本

体的当代重建：诗与真——当代诗学本体论问题

之四》，《文艺争鸣》，2023 年第 10 期）。历史与超

历史的力量，在20世纪的上半叶体现为“为人

生”与“为艺术”、“救亡”与“启蒙”的矛盾运动；在

20世纪的下半叶体现为“主流”与“潜流”、“伦理

的诗”与“求真的诗”的矛盾运动。艾青提醒我们，

两种力量都不可走向极端——历史的力量如果

走向极端，诗歌就会变成“幼稚的叫喊”，走向单

一化与工具化；超历史的力量如果走向极端，就

会变成“庸俗的艺术至上主义”。（艾青：《北方·

序》，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年）

新诗的形式，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形成

了形式的建制派与形式的自由派两个阵营。从

“新月派”对格律的探索，到新世纪关于“诗歌分

行”的争论，建制派不断贡献着有关格律与形制

的理论。自由派则一直占据主流，从胡适的尝试、

废名的“新诗内容是诗的，文字则是散文的”论

断，到西川等人不分行的实验诗、民间派的“口语

诗”，自由派的力量始终在壮大，但也因为法度不

昌、底线不明，招来了新诗不过是“回车键游戏”

的贬毁。从中国韵文艺术的演变看，从《诗经》到

四五七言之古体，到律诗绝句之近体，诗歌的形

制不断由弱到强；自近体诗而下，到词、曲、白话

新诗，诗歌的形制不断由强回弱。因此，新诗作为

一种“弱形制文体”，是被历史演变规律所决定

的。如何建立“弱形制文体”的法度，划定新诗这

个文体的“形式底线”，还需更多诗学上的讨论与

建设。

新诗的“降温”运动与“升温”运动，涉及的是

新诗的“语言媒介”问题。一般读者对新诗最大的

诟病，就是“读不懂”。欧阳江河认为，新诗的语

言是一种“在母语中也需要翻译的语言”（欧阳

江河：《笔记八则》，《江南诗》，2024 年第 1 期）。

这是因为，知识精英“总是本能地追求词语碰撞

时陌生含义的自由增殖”（李壮：《通向“大众”的

“小众”：有关诗歌的“公共性焦虑”》，《文艺报》，

2019 年 3 月 4 日），这就导致新诗语言的信息量

大、意义含混且“流通性”低。这种语言可以称之

为“冷语言”。相反，以民歌、民谣为代表的民间

诗歌，采用的是一种能够在大众中高度流通的

“热语言”。百余年来，新诗一直在追求公共流通

性的“升温”运动与回归语言探索的“降温”运动

之间涨落。

学院派与民间派的矛盾，是新诗美学趣味分

化的突出体现。以1999年“盘峰论争”为标志，第

三代当中“口语派”“民间写作”的一批诗人，与另

一批“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开启了持续性论战。

诗人吉尔伯特对这两种诗歌派别进行过批评：学

院派写作“假如只是一种形式的满足……假使它

不是有关某些切身的问题，不管写得怎样好，它

只可悦我而永不可能吸引住我”，民间派“常常都

有一种轻浮的弊病……他们滔滔不绝，写了些琐

碎的诗，甚至连技巧圆熟都未顾及”。（吉尔伯特：

《大部分诗人只想写恰当的诗，而不是重要的

诗》，陈祖文译，见微信公众号“在人间读诗”，

2023年11月11日）

“内循环”与“外循环”的矛盾，是五对矛盾中

最切近当下、最外显的一对。“内循环”倾向于将

诗歌作为文化资本，在小集团内部进行交换；“外

循环”则主张将诗歌作为天下公器，扩大诗歌群

体的半径，发挥审美启蒙和文化普及等公共服务

功能。以诗歌刊物为突破口，打破“内循环”，实现

诗人培养机制、诗歌发表机制的“外循环”，促成

专业诗歌群体与民间诗歌群体之间的正向交流，

育化更多诗歌新力量，是广大诗歌爱好者的诉求

所在。

重返民间：激活民间诗歌资源

五对矛盾关系中，“内循环”与“外循环”的矛

盾最为突出，是制约当下新诗发展的要害问题。

当务之急，是推动诗歌由“内循环”向“外循环”、

由“小循环”向“大循环”转型。为此，我们要扩大

诗学视野，重新激活被很多诗人忽视已久的民间

诗歌资源。

在新时期以来的诗歌语境中，我们认为新诗

是“一个中西诗学交流产生的婴孩”（郑敏：《中国

诗歌的古典与现代》，《文学评论》，1995 年第 6

期），将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现代诗学作为哺乳

新诗的两种主要诗学资源。但生命力更为蓬勃、

传统更为悠久的第三种诗学资源——民间资源，

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

上世纪 90 年代虽然一度出现了“民间写

作”，但这个概念的提出者，其实是打着民间旗号

的“民间知识分子”。他们借用后现代主义等舶来

的理论织物，织成一张写着“民间”的先锋大旗。

他们点燃自己手中各种主义的燃烧瓶，与上一代

的“文化英雄”、与学院里的知识分子打街垒战。

他们的核心诉求是通过标新立异的诗学理念，摆

脱前代诗人“影响的焦虑”，与学院里的知识分子

抢夺诗歌的话语权。新世纪以来，互联网与新媒

体上的诗歌狂欢，虽然确有民间力量的参与，但

参与者大都怀有解构的立场和游戏的心态，并没

有产生多少诗学上的建树。

民间诗歌资源偏废久矣。新诗走到今天这个

路口，有必要回过头来，重申民间诗歌传统，重估

民间资源的当代价值。

在古典诗歌的时代，民间诗歌的传统分两个

路径演进。一是自民间生发、经雅化而成的“风

诗”：从《诗经》的“里巷歌谣”始，历经汉乐府民

歌、南北朝民歌，再到明清山歌，以及近代以来的

民歌，广大民间的诗人与歌者，以朴素鲜活的艺

术技巧歌唱自己的生命与生活。二是以民间视角

创作的文人诗，如屈原“哀民生之多艰”，陶渊明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陈子昂“忧济在元

元”，白居易“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苏东坡

“我愿天公怜赤子”“民不饥寒为上瑞”，直至康有

为“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等。历代文人

士大夫，发挥诗歌“观”与“怨”的传统，主动吸收

民间诗歌要素，以百姓易懂的语词语风，关切民

生，体察民疾，为民发声。

杜甫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诗人。他长期

生活在最广大、最辛苦的人民中间，称自己为

“布衣”“野老”。他在“三吏”“三别”等大量诗歌

中，主动采用民间视角、提炼民间语言，使他的

诗能够有力、鲜活地传达民间的声音。《自京赴

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当中，回到奉先县的杜甫见

到了饿死的幼子，愧痛至极：“所愧为人父，无食

致夭折。”但悲哀到极点的杜甫，转而想道：“抚

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

卒。”他从自己的悲哀之中，看到了民间无数生

灵的辛酸——贫民的辛酸、无业游民的辛酸、远

征戍卒的辛酸。这就是杜甫最动人的地方，也是

他最强悍的地方。“穷年忧黎元”，在自己最匮

乏、最悲苦的时刻，他依然具有推己及人、观照人

民的能力。

回顾古代文学史，我们发现文人与民间之

间，一直存在着周期性的互动。每当文人的文学

创作因过度“雅化”而失去活力、失去受众的时

候，他们就会重返民间，从民间文学资源中汲取

造血细胞，促进文学样式的更新。

新诗这一文学样式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也是

重返民间的一个结果。胡适认为，“中国新诗的范

本，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外国的文学，一个就是我

们自己的民间歌唱”。（胡适：《〈歌谣周刊〉复刊

词》，《歌谣》第二卷第 1 期）陈独秀在《文学革命

论》中首先提出的就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

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艾青指出，

初期的白话诗之所以能够打破传统旧诗的桎梏，

是因为“采用了人民日常的口语”（艾青：《中国新

诗六十年》，《文艺研究》，1980年第5期）。学者夏

志清将民间诗学指认为新文学的传统：“我们最

珍惜的那份文学遗产——《诗经》、古乐府以及杜

甫、关汉卿等肯为老百姓说话的那些文人所留给

我们的作品——也可说属于‘新文学’同一传

统。”（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新星出版社，

2005年，第36页）

上世纪20年代末，文坛开始出现以蒋光慈、

殷夫为代表的“普罗”诗人。30年代，“中国诗歌

会”第一次明确提出“新诗大众化”这个概念，推

出了穆木天、杨骚、蒲风等一批有影响的诗人。抗

战爆发后，在国统区武汉、桂林、重庆等地和延安

等解放区，兴起了新诗史上轰轰烈烈的民间朗诵

诗运动。自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以来，街头诗、方言诗、山歌体新诗等多种探

索层出不穷，袁水拍、阮章竞、郭小川、贺敬之、李

季等诗人取法民歌民谣，一批来自田间、工厂、油

田的基层诗人不断涌现。

进入新时期，一度作为“潜流”的现代诗学传

统，重新以“新的美学原则”崛起。从诗歌发展的

链条上看，这些美学探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它在激活知识精英创作激情的同时，推动中国诗

歌进入了新一轮“雅化”的历史阶段，新诗开始加

速向精英主义、专业主义发展。特别是90年代以

来，新诗与民间的互动逐渐减少，民间资源及其

涉及的广大民间诗歌力量，在这个“雅化”的过程

中被忽视甚至被遮蔽了。这是当下的新诗遭到冷

落和争议的原因之一。

经过40多年“雅化”的历史过程，新诗是否

已经走到了一个需要重返民间的时刻？从近年来

新诗创作现场的变化看，这个重返民间的新的历

史进程已经开始。新世纪以来，很多来自民间的

非专业诗人，以惊人的创作活力和贴近民间的

诗风，得到了广大诗歌读者的追捧和传扬。在快

手、小红书、B站上，涌现了很多的诗歌写作者。

一些新媒体平台开始编诗、评诗，积极发掘民间

诗人、推出民间诗集。在现代传媒的助力之下，

民间诗歌力量正在强力崛起。

树一代诗风：新时代诗歌的雄
心与行动

这些不断涌现的来自民间的诗歌，正是这个

时代的“里巷歌谣”，这个时代的“风诗”。改版后

的《诗刊》察觉到了这些民间之风，采集到了这些

民间之风，并在头条的位置展示了出来：2024年

第1期的头条诗人温馨，是一名在采石场工作了

25年的焊工；第2期的头条诗人马行，是一名在

一线地质勘探队工作过的勘探员；第3期的头条

诗人景淑贞，是一名开小卖部的村民。

在“第一现场”栏目突出民间力量和时代书

写的同时，“大家阅读”树立诗歌高标，“双子星

座”发掘青年人才，“百家论诗”注重诗学建构，

“国际诗坛”强化世界视野，“当代诗词”力图传承

文脉，“数字诗界”直面新媒体挑战——改版后的

《诗刊》，视野开阔、兼容并包，突出典范、倾斜民

间，风气已焕然一新。

树一代诗风，这是改版后《诗刊》的雄心。是

怎样的诗风、怎样的雄心，叶嘉莹先生这篇关于

杜甫的“旧文章”，其实已经启示我们：

新时代诗歌应该是“博大”的，不是狭隘的、

偏执的。不能对诗歌资源怀有先入为主的偏见，

古典的、现代的，民间的、文人的，民族的、世界

的，一切有益的经验和资源都应博采。要在“千年

诗脉”的整体性史观和开放的世界性视野中看待

今天的新诗，在民间诗学与现代诗学的互动交流

中思考新诗的未来。

新时代诗歌应该是“均衡”的，不是一类独

大、矛盾丛生的。要深入新诗的系统内部，变新诗

的“系统内耗”为“系统升级”。要以“最大公约数”

和“最大同心圆”的思路，调和历史与超历史、建

制派与自由派、“降温”运动与“升温”运动、学院

派与民间派的历史遗留矛盾，让百花齐放、千秋

各展。

新时代诗歌应该是“正常”的，不是病态的、

庸俗的。在新诗史上，自毁、沉沦、精神瓦解等现

象，频频在一些诗人身上出现；市侩、庸俗、自私

自大等习气，经常在一些诗人身上萦绕。树一代

诗风，我们需要大批心智正常、灵魂健全、思想强

壮的诗人。他们没有被问题重重的现代世界吓

退，相反，他们拥有苏珊·桑塔格所期待的那种

“新的感受力”，面对现代景象、人工造物，依然具

有“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感发能力，能够以健全

的感受力，书写现代世界的“赋比兴”。

新时代诗歌是应该属于“多数人”的，不是

“少数人”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文教育的

普及、传媒方式的更新，大众自发写作的意愿和

能力迅速增强，新兴诗歌个体不断涌现。来自民

间的非专业写作者汇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新力量，

形成了新的诗歌增长点。树一代诗风，就要发掘

和激活“民间诗学”资源，去尘埃与泥土中采集诗

歌，去街头巷尾寻找诗人。要以诗歌“外循环”替

代“内循环”，走出圈层，兼济天下，扩大作者半

径，拓展诗歌边界。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无论

如何，“指归在动作”——《诗刊》的改版，正是一

次实践哲学指导之下，充满决心和耐心的诗歌行

动。这一次次的行动，将以微积分的形式，构成新

时代的诗歌史。

（作者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助理研究员）

新《诗刊》为何要发一篇“旧文章”
□贾 想

20242024年年，，全新改版的全新改版的《《诗刊诗刊》》首期重点刊发了首期重点刊发了《《杜甫杜甫：：集大成之时代与集大成之诗人集大成之时代与集大成之诗人》》一文一文。。这是叶嘉莹先生的一篇这是叶嘉莹先生的一篇

““旧文章旧文章””，，早在早在19661966年出版的年出版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中中，，这篇文章就出现了这篇文章就出现了。。隔着将近一甲子的岁月隔着将近一甲子的岁月，，新新《《诗刊诗刊》》重点推重点推

出这篇出这篇““旧文章旧文章””，，有何深意有何深意？？

叶先生的文章生动陈述了时代环境与杜甫是如何互动叶先生的文章生动陈述了时代环境与杜甫是如何互动、、互证互证、、互相成全的互相成全的。。杜甫启发我们杜甫启发我们，，从来没有脱离时代而从来没有脱离时代而

能成就伟大艺术的诗人能成就伟大艺术的诗人；；相反相反，，伟大的诗人是通过无限接近所在的时代伟大的诗人是通过无限接近所在的时代，，以血肉之躯体验人生的枯荣与历史的盛衰以血肉之躯体验人生的枯荣与历史的盛衰，，这这

才穿透才穿透、、超越了所在的时代超越了所在的时代，，成为了一切时代的一个典型成为了一切时代的一个典型。。这篇文章的刊出这篇文章的刊出，，是对今天诗人的郑重提醒是对今天诗人的郑重提醒：：个人与所处时个人与所处时

代的关系代的关系，，就是诗人与万古千秋的关系就是诗人与万古千秋的关系，，对时代问题的处理对时代问题的处理，，决定着诗人艺术生命的长短决定着诗人艺术生命的长短


